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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 

 

编者的话：民营企业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经济领域，民营企业本来应是主

流和常态。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现代文明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

营企业的发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现代民营企业的发展，

就没有现代化和现代文明。 

中国现代民营企业是在西方资本和现代文明侵入中国的大潮涌动下产生的，

又是在和西方列强不平等的竞争下，在本国专制主义政体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发

展起来的。其历史的艰难和坎坷可以想见。 

而到了中共建立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私营工商业改造中，

中国的民营企业更遭灭顶之灾。康心如参与缔造，经营二十余年，造福一方的四

川美丰银行，作为民营金融资本，首当其冲，早在 1950 年初，便“自动停业”了。 

本文记述的四川美丰银行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命运

的缩影。 

民营企业消亡以后，便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了。在“剥夺剥夺者”的意志下，

搞“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商品交换、市场效应，甚至私有

财产……正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落得全面落后，普遍贫穷，

民生凋敝，经济濒于崩溃。 

三十年生聚，三十年教训，终于换来了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经济体制改革，说穿了，是在旧体制穷途末路之际，被

迫实行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之改造，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之改造，就是改革计划经

济体制，改革一统的国有经济体制，同时也是为民营企业的生长和发展，重新营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一代民营企业也蓬勃发展起

来，占据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但经济实力就意味着权力。于是出于集权主义

心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倾斜，一方面开始打压乃至吞并民营经济，就仿

佛是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私营工商业改造”。 

只是在这一轮“改造”中，在“加强国有经济”的旗号下，悄悄地寄生了化公为私

的毒瘤。一大批掌握公权力者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贵资本。近年来，它们更以

国有企业为依托推行“国进民退”，全面垄断资源，大量搜财、敛财，又一次严重毁

坏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引起社会日益躁动，从而也严重阻滞国家和社会现

代化进程。 

中国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国人正拭目以待。 

 
 

      我的父亲康心如        康国雄  

 
我的父亲叫康心如，1890 年出生，是四川美丰银行老板。从 1922 年开业到 1950 年关

门，他经营美丰二十八年。 
我爷爷原籍陕西城固，在清朝做过四川彭山知县（后来定居成都），县志上有记载，在

彭山还有一个他的纪念碑，老百姓认为他是一个清官。我爷爷比较开明，当时主张维新的，

所以他把四个儿子都送到日本留学。我父亲在日本念的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辛亥

革命成功以后，他在段祺瑞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很短，是国务院侨务局的佥事。自己办过

报，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1年，我们康家一个世交叫邓芝如的，到北京找外国人合伙开银行。邓芝如很有钱，

在重庆开有几家字号，可银行的事一点也不懂。他在北京人地生疏，就住在我父亲家里。当

时有个美国人雷文，是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刚巧也想找人合作在重庆再开一家美丰银行。

他们谈了几次，商量定了。这中间，雷文见过我父亲，觉得他的新知识很多，就拉他一起干。



但是按照当时美丰的规矩，做高级职员必须是股东，我父亲又没有钱，怎么办？邓芝如答应

借钱给他做股本，后来借了他一万两千块。 
四川美丰银行是 1922年 4月 10日正式开业的，地点在重庆。雷文做总经理，邓芝如和

我父亲是协理。银行开业前前后后那些故事、坎坷，包括中外之间、股东之间那些纠葛，我

就不谈了。 
这家中外合资的银行，后来怎么变成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了呢？ 
事情的起因是 1926年的“九五事件”，9月 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死了上千人，这时

四川就掀起一个排外运动。第二年 2月，四川的外国人纷纷奉命撤离。当时四川美丰的经理
是美国人海翼德，他也接到了美国领事馆的通知，准备撤离重庆。我父亲就问，说你们要撤

出美丰银行怎么办？他说那就锁门，等事情完了以后我回来再开门。我父亲说那还了得，你

把门一关这些储户怎么办啊？这可不行。那怎么办？我父亲就开始找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刘

湘同意组织一个“新财团”，募集了大概三十几万块钱，收购了全部美国人的股本。当时仓

促到什么程度？3 月 30 日，美国兵舰在长江边升火待发，这边各方一边谈判，还要等上海
雷文的电报指令，指令到了又办理交接手续，弄到深夜，刘湘专门下令准许半夜开启城门放

美国人出城上船。 
从 1927年 3月 31日起，美丰完全就变成中资了，于是就由我父亲来经营，直到共产党

进重庆，1950年 4月 4日停业。 
我父亲接手美丰后总的方针是发展实业。当初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

就是他在那儿跟大家一起筹建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才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

后来我到重庆，有的老人对我说，一开电灯就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想到康心如。因

为是他到重庆以后才搞起来的。 
紧接着就到了抗战时期。1937年 11月，国民政府主席杨森带上文官和国民政府的大印

全部撤到重庆，后来陆续又接收一百多万人，包括大批的难民、伤员，如果当初这些公用事

业不搞起来，突然涌进来的一百多万人是根本没法维持的。 
1939年，蒋介石成立了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我父亲为议长（他连续做了两届，八年）。

我父亲就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正式给蒋介石上书，建议定重庆为陪都，蒋介石甚为高兴，

据说接见了他两次，国民政府后来正式立重庆为永远陪都。整个抗战期间，参议会做了很多

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专门研究这些事情。我所知道的，当时我父亲在孤儿院就认

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因为每年他们要来家里拜年，我父亲让我去接待，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转到了重庆，而我父亲当时在重庆的影响比较大，就结

交了很多党政要人。我知道的，邵力子一家就长期住在我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

我三叔康心之家，经常来往的，象张群、杜月笙、关麟征、杜聿明、何应钦、谷正纲、谷正

伦、范绍增、王陵基等。甚至年幼的我都和蒋介石夫妇有过一段交往，我家在重庆南岸汪山

的别墅和蒋介石黄山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我和妹妹去山

上散步、聊天。我那时候胆子也大，不怕陌生人，也不怕“大人物”，蒋介石问什么，我回

答都很从容，所以他很喜欢我。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

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宋美龄访美回来，送我一支派克笔，还

附了张名片：蒋中正。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

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监察院长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

也拿我打趣：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

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

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由于我有这段经历，后来被诬为“蒋

介石的干儿子”，遭到批判。这是后话。 
美丰的黄金时期是 1931年到抗战胜利，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我现在查了下资



料，停业的时候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五类六

十六家企业，比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

矿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太平洋航业公司、四川旅行社、宝丰实业公司、和记地产公司、永

成银行、大夏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中国人事保险公司、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国民公报、新

民报等等，所以美丰在重庆、在四川，可以说在西南都是一个很大的银行，康心如的影响都

很大。 
说实在话，由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来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我对父亲的

情况，特别是怎么经营他的事业真不是太了解。可是这些年，我看到一些材料，又参加了美

丰联谊会的一些活动，知道了不少他的故事。他的银行能办的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

个“一诺千金”的行训，特别重视信誉。比如美丰的业务人员在外谈生意，曾经被人“抬轿

子”，就是被几方面联手设局骗了，回来以后有的高级职员就说不行，我们被人抬轿子了，

这趟生意不能认。我父亲就说我们既然承诺了，当然就得认，只能作为一次教训，已经答应

的，说出的话就要承认。有的业务员在外面算错了帐，多给别人算了，我父亲也主张认账

——签字就要认。 
美丰银行的老人、做过广东省政府某厅长的尹登甫先生给我讲：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独

山，贵阳吃紧了，大家就要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贵阳银行的人打

电话来请示老总，突然有一天机要股的股长就把我带到你父亲康老总那儿去，你父亲从头到

脚把我看了一遍，“好，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什么任务呢？带三千两黄金去贵阳。他派

了辆吉普车，由卫戍区警察带了一个命令，说这车有特殊任务不得拦截，连夜赶到贵阳，为

了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唉呀，真是“一诺千金”啊！这时候说实在的你把银行关

了，跑了，怎么都说得过去，日本人打来了嘛，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反让我连夜带上三千两

黄金赶到贵阳，说实在的这影响当时是很大的——难民逃难需要钱啊。尹老先生还讲了一个

故事，说国民党的时候发行银圆券，来存钱的，有的是存袁大头（银元），有的是存纸币，

你父亲做了一个规定，凡是存银元的都给他写做“圆”，凡是存纸币的都写“元”，将来他们

来取钱时，从前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他们就不受货币贬值影响。这些做法当时影响都是很

大的。 
美丰的衰落是在国共内战时期。本来抗战胜利，我父亲是想大干一番，一方面，他在全

国恢复和新设了很多分支机构，一方面，他本人专门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准备扩张美丰的

事业。哪知内战一来，整个的经济就开始紧张。 
有几件事，给美丰带来重创。 
一个是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我父亲当时正在美国考察，得到消息，没考察完就回国了。

到了上海，财政部次长徐柏园找我父亲谈话，要他把黄金全部交出来，兑换成金圆券。我父

亲在压力下，把黄金、美钞、黄金公债、猪鬃、桐油都拿出来，总共价值九十五万三千九百

多美元，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没有过几天金圆券贬得一塌糊涂。 
第二个，接着国民党又搞了一个银圆券。因为我叔叔康心之当时在中央银行当顾问，给

我父亲送了个消息，说这次的银元非常充足，你就大量的用吧。所以越是人家不敢收银圆券

美丰银行就收，这样就大量收了银圆券，结果银圆券又贬值，又亏损了四十一万三千多银元。 
第三个是 1949年 6月的“设计股事件”。当时局势越来越紧张，金融一蹶不振，美丰很

难维持。我父亲就想收缩规模，把各分支机构的富余人员集中到总管理处设计股，先维持，

看形势发展再说。这些人就认为这是准备裁员了，他们要求“合理遣散”，并把公司内部的

账搬走，威胁要曝光。我父亲没办法，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花了二十几万银元平息了这件

事。 
还有“杨森退股事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在逃离重庆前，他

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到我家去退股。有限公司没有退股的啊，这个公司没垮怎么能退股



呢？只能是卖。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解放军要打过来了，谁买啊？夏斗枢就要挟我父亲，

把手枪都拿出来了：“康心如我告诉你，码头、飞机场我都安排好人了，你不要想跑。”我父

亲说：“我根本没准备走。”“那你投降啊？”我父亲说：“兵临城下，不投降也要投降”。两

个人就谈这么僵。最后银行协理出来解围，说他现在要跑，要钱，你拿钱把他的股买下来就

算了。我父亲只得拿钱买下杨森的美丰股票。听宣铁生的儿子宣恒（做过欧美同学会的秘书

长）告诉我，我父亲当时拿了二百条黄金。就由杨森这一个案，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

总计退股 66人共 90户，结果美丰又支付了十四万四千多银元。 
这几件事，把美丰的流动资金基本上给掏空了。 
那么，美丰是怎么停业的呢？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进的重庆，美丰银行是五零年

四月份就停业了。停业以后，有人说康心如不跟共产党合作。台湾广播了：我们在的时候美

丰银行怎么发展，共产党刚进来几个月给整垮了。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刚解放，共产党接到国民党这个烂摊子，经济上很乱，银行又大量需要钞票（尤其是解

放以后要用人民币了），而美丰大量地投资实业，全是不动产，就是没有流动资金。所以我

父亲就想了一系列办法。 
当时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把我的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和孩子们，还有我们全家集

中在一起，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拿出来救美丰。一共筹集了二十二个亿现金（旧

币）。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 
这也不够啊，银行天天就是钞票进钞票出的。于是就跟人民银行谈贷款的事。群林大楼

是我父亲的私产，在解放纪念碑那个地方，重庆最好的地段一座六层的商业大楼，当时值二

十个亿。我父亲提出抵押给人民银行贷十个亿来经营美丰，结果没谈成。又说拿美丰大楼做

抵押，人民银行也不理。我父亲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能关门。那些人也不懂，还

气势凌人那个劲：你关门就关门吧。我父亲这个人也是很有个性的，那你叫我关门我就关，

就选择了停业。 
1950年 4月 4日下午被迫宣布自动停业。停业以后我父亲又给人民银行打了两次报告，

我负债多少，我还有仓库、房屋等不动产，资产减去负债，还剩下多少，我还能继续经营，

人家还是不理。 
停业以后，我的父亲很痛苦，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他一生就是搞美丰银行的，而到

了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很伤心。不是康心如不想合作，实在是没有流动资金来经营了，

如果不想跟共产党合作，他干嘛毁家救行啊？大家把黄金、外汇自己拿着过活吧，干嘛要交

出来救行呢？当时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呢。 
之后就组织了清理，这一清理就是十年。到六零年清理结束（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右派”

了），美丰还有多少钱呢？一百五十万元。照当时的政策应该分给资本家，又不愿意分，压

了四年，直到六四年才分给大家，另外分了些定息。刘文辉领了钱高兴得很：“我们倒是领

到钱了，牺牲了一个康心如……”。解放前做过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何北衡，在四川也是名

人了，他领了一些钱，说“早知这样，多甩点钱在美丰哟”。马寅初高兴极了，到我父亲在

北京的住所打听：“唉呀，美丰要分了……”跑来拿了一些钱。 
六六年文革一来，公私合营赎买政策中断了，我们领定息才两年就不给了（我现在还有

领定息的卡呢，一年三万多块钱）。美丰银行就这么结束了。 
为什么要清理十年？现在我清楚了，因为美丰银行停业很早，剩了一大堆财产（它都是

投到企业里面的），比如房地产，各个分行都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仓库，这些都是不动产。

这么大一个数，政府是绝对不愿意给资本家的，但是按当时的政策又不能没收，就拖着。这

里有个可以参照的例子：重庆还有一家很大的银行叫聚兴诚，比美丰还老，是从票号转过来

的，老板杨粲三，杨家和我们康家是交换亲，我的一个姐姐嫁到杨家，一个哥哥娶的是杨家

的姑娘。到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它一点资产也没有了，倒欠政府的钱。最后政府给了两



万块钱叫光荣股，大家分一分，象征性的拿些钱。从这个事情去推想，它和共产党合作，经

营几年不仅亏完了，还倒赔；你美丰没有合作，一解放就关门，结果到六零年还剩一百五十

万元，政府怎么能情愿分这个钱？ 
清理的过程中，有些事就说不清了。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上面说过的“杨森退股事件”。我父亲不是被逼得拿出二百根金条“买”了杨森

的股份吗？因为杨森是战犯，所以这叫“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政府——他拿走多少你

得交出多少。 
再一个，马步芳从西北逃到重庆，带了一批黄金，他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存放

黄金，走的时候他要取走吧？储户存在银行的钱人家要取你没道理不给吧？不行，这个也算

你“转移敌伪财产”——马步芳也是战犯啊，所以也得赔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有个姐夫

叫杨锡琪，他在解放前搞了一个小银行（解放以后当然就完了，他跑到天津），我当时听说

重庆法院有判决，说是让他赔，赔什么我不知道。只要一有运动就让他赔，就扣他工资，他

那时候是科级干部，一百多块钱，只给十八块钱生活费。据说杨锡琪几辈人也赔不完这个钱。

文化大革命中我问父亲：“杨锡琪什么事呀？”他说：“马步芳带着黄金到重庆来，存到美丰

银行。杨锡琪也从马步芳手里拉了一点儿黄金存到他的银行（银行嘛就是要吸收更多的存款

啊），结果解放后，法院就判杨锡琪赔马步芳的这笔黄金。其实大头都在美丰，他就拉了一

点儿过去。”所以，美丰在清理的时候马步芳的存款也是一大笔。 
第三个例子。美丰银行在美国人手里的时候，是发行钞票的，叫美丰券。我父亲一九二

七年接过来以后，还发行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统一货币以后，私人银行不能发货币了，要求

你把你发行的货币换回来。美丰券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广，信誉也好，谁都愿意用美丰券，

一块一毛钱洋钱才换一块钱的美丰券。特别是边区，那个时候有鸦片生意，商人带很多钱，

带洋钱当然不方便，都愿意带美丰券。但是钞票使用中总是有损耗，火烧了、水泡了、丢了

等等，有三万多块钱没有收回来。这个事在国民党就不管了，给政府报告一下就完了，美丰

就入了内帐了。解放后这个钱也都是要拿出来的。 
还有象我家在重庆的房子，卖了十七万。但是，很有意思，卖完了十七万没全给我们家。

因为当时我父亲在北京需要买房子，才给了一万块钱，剩下十六万存入人民银行，作为美丰

的股票入股。美丰银行早都停业了，还能入股啊？入股当然只能领定息，所以就不值几个钱

了。而这次他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十四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后来在文革中被强行安排

入住了“群众”，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却又说“无法腾退”，在八三年由“公家”按每间

二百元合计两千九百元“收购”了——这是后话。 
当时还搞些什么名堂我就说不清楚了（即使这样，也没有把美丰的钱弄光）。 
美丰停业，对我父亲的影响太大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估计也和他对此表示不满有关，

因为当时给他的五条罪名，特别是第一条，最重的，说他议论“社会主义是暴政，过去有秦

始皇，现在有斯大林”，他根本没说过。我估计根子还是他对美丰停业前后发生的事情不满。 
打成右派以后，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美丰早已停业进入清理，资产当然冻结了。解放

后给了他一堆头衔，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十一个，都是虚的，后来公私合营以后，把一些

民族资本家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搞了一个投资公司，派他做总经理，定了个国家十三级行政

干部，每月有一百多块工资，当了右派，这个钱就没有了，医疗费也不报销了，他就靠变卖

东西过日子。 
到六一年他病危，我叔叔就叫我回重庆去。我一看这情况我说你干脆到北京吧，这样我

就把他接到北京来。后来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康心如的事情，说他儿女都在华北，

他也没工作，没有收入，是不是把户口落在北京，让他做文史馆的馆员（章是文史馆馆长）？

周恩来叫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落实，后来查到，他还剩下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职务，还应

该有九十几块钱，从六一年起就由重庆政协付给他九十几块钱工资，在公家医院看病的医疗



费也可以到政协报销了，又补发了五八年以来的工资，总共四千多块钱。到六四年美丰分钱，

他又拿了一笔。 
文革一开始，不但工资又停发了，寄到重庆政协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被退回，上面还写

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接着就是抄家，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

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我父亲是六九年十一月去世的。病危时，送到协和医院，医院不收，家里求章士钊开了

个证明：此人是高级民主人士，请予收治云云。人家一看“章士钊”的名字，说“这个人也

不怎么样”！没办法，又找到医院军管会，他们反复讨论，最后同意了。这前后一共五六天，

人就躺在急诊室，我和母亲轮流照看，住进病房才三天，到十一月十六日，他就去世了。 
基本上他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说起来，康家和共产党是很有渊源的。二零零五年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

党史（1921——1949）》第七百六十二页上说，康心如是“共产党的朋友”。我四叔康心远的
夫人王棣华和她妹妹王同华，是邓颖超天津女师的同学、好朋友，抗战时期，康家人就和周

恩来以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来往很多，据说连办事处的家具都是康心远给的。国民政府

拨给八路军的经费，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划到美丰银行转的，有些就地在重庆就购买了紧缺物

资了。共产党搞统战，给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开会、宣传，很多都是在康家——谁敢去八路

军办事处啊？可来康家当然没问题，也只有康家敢借地方给共产党做这些事。我三叔康心之

的儿子告诉我，当年董必武、吴玉章经常来他家筹钱，他父亲只要在，总会开给他们一张支

票，如果不在，他们就留下一些宣传品。据给周恩来做过警卫员的王一回忆，周恩来 1957
年 2月出访回国，到重庆休假，专门请康心远夫妇吃饭，还特别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
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康心远夫人又是邓大姐的同学，这次我到重庆休假，有

时间当然得抽空去看望老朋友”。可就在这一年，包括我父亲在内，康家三代六个人被打成

右派。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结合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很多事情我就想不通。一解放，我高中毕

业，考上南开大学经济系，学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苏联那一套。我也慢慢的接受了，比

如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而且觉得人类社会是应该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我的毕业论文就是

《论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政策》，歌颂当时的“赎买政策”，是以沙

千里的一本书作为指导。当然我还没有接受“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我基本上接受“人

类社会是需要从私有制转变成公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家里整个的变化（我家里什么都没

有了），我也从来不去想，觉得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吧，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慢慢

的开始感到：为什么大家这么穷，这么苦？物质这么短缺？我当时也没有归咎到整个制度的

问题。文革结束以后，读到、看到一些东西，我的思想就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西方的

东西（包括经济学）进来了，又接触到一些回国人员，逐渐就疑惑：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

是不是人类必经之路？ 
因此，关于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我产生了很多想法。毛泽东提出“赎买”，从前我也

觉得很了不得——资本家的钱是剥削过来的，今天共产党还拿钱给赎买过来，够伟大的。实

际呢？我问过古耕虞老先生：对咱们中国资本家清理资产的时候，有多少资产？古老讲：“我

们这么大个国家，才定了二十二个亿——十分之一都不够！”后来我又看到胡绳的一篇文章，

他说赎买政策执行了七年，后来又进行了三年，加起来前后十年。即使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的

定息，这二十二个亿也只给了一半，另一半莫名其妙就不给了。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整来整去，领导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属都变成资本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当年是真心诚意接受“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我讲课就这样讲了一辈子，结果呢？

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后代倒真成了“无产阶级”，他们那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反而成了“资

产阶级”。这些所谓的“政策”——过去要消灭私人资本，现在又鼓励私人资本——到底是



过去对了还是现在对了？你要是现在对了，过去你就错了；要是过去是对的，现在你就错了。

你总不能说那时候我是对的，现在我也是对的吧？我整资本家是对的，我当资本家也是对

的？ 
我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父亲是“剥削”，我就是吃剥削饭长大的，随时都被人家骂。

我所在学校的军宣队当众就说：“你这种人啊，得剥削上千个工人才把你养这么大。”开始我

也能够接受，还给人家开玩笑，说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刚刚分到学校教课的时候，一次有

个同事跟我要茶叶：来，给我点儿茶叶，我也吃点剩余价值。当然我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是

我又不好说什么——我是吃剩余价值长大的。 
再说我父亲，他对经济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这是历史，为什么他就是罪人啊？我对这一

点一直到现在都接受不了。        
这段历史应该说清楚，而且应该纠正过来：不是那时候错了，就是现在错了。我相信子

孙后代会说清楚的。 
 

（李宇锋根据 2006 年 2 月、2010 年 3 月两次采访整理,并参照有关资料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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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雄，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副教授。1929 年出生，1955 年毕业
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9 年退休。著有《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等作品。 
 
 

1964年康心如口述（节录）  
 

回顾四川美丰银行二十八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为了发财致富，不恤（原文
如此）联络帝国主义者创办美丰银行，继而投靠地方军阀，相互利用；当蒋介石政权势力进
入四川后，遂又托庇其下，以图事业的发展，谋取更大的利润，明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

了祖国的经济命脉，还想在他们的咀（原文如此）角下分得残羹冷炙，其结果愈陷愈深，搞
到不能自拔。最痛心者，重庆业已解放，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

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既不十分了解，也不相信，竟然置党和政府的劝告、帮助于不顾，

自动宣告停业，造成严重影响，铸成不可弥补的错误，追悔莫及！我虽已铸成绝大的错误，

但解放后，党和政府仍然任命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并安排我为省、市政协委员和

担任市人民代表以及民建市委、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市投资公司经

理；同时协助我办理美丰结束后的种种问题，还发给我在美丰的股金四十余万元，这使我衷

心感激，并认识到共产党团结、教育、改造我们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十分英明，这对我过去

那错误的消极态度，是极其深刻的教育，令人十分悔愧！ 
四川美丰银行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雏型，从它来看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发展和消

亡过程，也许是有一些作用的。 
 

（摘自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1980 年 9 月） 
 


